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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从信号理论

视角下研究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

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倒 Ｕ 型结构；税
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是一把“双刃剑”，对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

用，既减弱了适度市场竞争对创新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也抑制了过度市场竞争对创新投入

的负相关关系，其有效性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手段对市场竞

争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意味着政府补助对市场竞争不存在替代效应，但却

也没有形成互补效应。 理论上，本文拓展了对政府资源配置政策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

认知，检验了市场竞争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践上，为如何提升政府资源配

置效率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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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是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Ｎｅｅ 等，２０１０） ［１］，市场竞争是影响企业创

新的关键因素（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１５） ［２］。 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受到了学者普遍

关注，其中熊彼特对这一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熊彼特假说”，即企业创新与规模

和垄断密切相关，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市场势力，不利于创新（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４３） ［３］。 其他学者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发现市场竞争与创新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存在 Ｕ 型或倒 Ｕ 型的非线

性结构（聂辉华等，２００８） ［４］，如 Ｂｏｏｎｅ（２００１） ［５］ 认为，在面临较低或较高的市场竞争时，企业创新

动机更强，即市场竞争与创新动机是 Ｕ 型关系；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０５） ［６］ 提出市场竞争与创新产出是倒

Ｕ 型关系的经典模型，认为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有利于创新产出；徐晓萍等（２０１７） ［７］ 对比分析

了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差异性，发现民营企业中市场竞争与创新活动倒 Ｕ 型曲线

更加陡峭。 不难看出，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并无一致性的结论，学术界几十年来的持续研究

也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在我国近年来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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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与以往研究结论有何不同？ 尤其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通过各种资源配置

手段鼓励企业技术创新，这是否会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干预？
针对诸多政府资源配置手段，本文主要围绕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展开研究。 这两种手段目前

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政策工具，被世界各国普遍用来激励企业创新（戴晨和刘怡，２００８） ［８］。 例如，我
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府也会通过

财政补贴，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 现有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理论视角，致力于验证这两

种资源配置手段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激励效应，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既存在“激励

效应”（佟爱琴和陈蔚，２０１６［９］；Ｔａｓｓｅｙ，２００４［１０］），也存在“挤出效应”（Ｔｈｏｍｓｏｎ 和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１３） ［１１］。
其中针对中国数据的研究一致认为，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能够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风险及外

部性，对企业创新起正向激励作用（朱斌和李路路，２０１４） ［１２］。 但是，政府并非是全能的，也存在知

识匮乏和失灵的可能性（李平和刘利利，２０１７） ［１３］，政府的资源配置政策也可能存在其他间接效应，
例如，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是否会削弱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功能与价值，对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替

代效应？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针对以上问题，无论是基于“熊彼特假说”的理论体系，还是公共财政理论，都只是部分解释了

市场竞争或政府资源配置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 关于政府资源配置如何干预市场竞争对企业创

新的作用，还缺乏创新性的理论视角。 本文根据信号理论，从“需求侧”（企业）为出发点，分析在信

息不对称情境下，企业创新决策如何受政府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的交互影响，进而提出研究框架。
之所以选择信号理论，主要是因为：信号理论关注的是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社会互动问题，目的是

为了帮助战略决策者利用信号作用降低因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不确定性

（Ｓｐｅｎｃｅ，２００２） ［１４］。 在本文的构念模型中，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释放了一种政府

支持企业创新的“信号”；市场竞争具有评估机制，能够反映出企业自身的质量及在市场中的竞争

势力，是企业制定创新决策过程中所依据的“信号”；企业作为信号的接收者，在对政府信号和市场

信号进行解读和认知后，会做出是否增加创新投入的决策。 政府资源配置如何干预市场竞争对企

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最终反映在政府信号与市场信号的交互作用上。 因此，信号理论适合探讨本文

的研究问题，是对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复杂关系的全新解释。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我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符合各级政府资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

本，构建了平衡面板数据，针对以下问题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当前市场经济体系下，我国高新技术企

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是什么？ 二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时，政府补助和税收

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否会对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替代效应？ 三是在以上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究

当前市场环境下政府资源应该如何支持企业创新。 研究结论，一方面，从微观企业层面对市场竞争

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另一方面，从对市场竞争的干预效果来评价政府资源配置的有效

性，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手段的精准性。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１． 信号理论

信号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Ｓｐｅｎｃｅ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的，用于解释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

择情境下的市场互动（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４） ［１５］。 Ｓｐｅｎｃｅ 最初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
现当雇主缺乏有效信息无法准确评估候选人的真实能力时，优秀的候选人并未获得高于普通候选

人的超额报酬。 如果优秀的候选人释放一些与自身潜在能力水平密切相关的信号，如学业成就等，
则能够显著区别于其他层次候选人，降低与雇主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号理论也被广泛运

用在管理学的不同研究领域，如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发现，高管通过财务报表的“信号”可以向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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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者传达企业情况，降低投资者的决策不确定性（Ｚｈａｎｇ 和 Ｗｉｅｒｓｅｍａ，２００９） ［１６］；关于企业并购

的研究发现，一家公司与著名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和联盟伙伴的组织间关系释放了一种关于公司潜

在质量的信号，该信号最终会影响公司的并购溢价（Ｒｅｕｅ 等，２０１２） ［１７］；关于创业的研究发现，天使

投资（Ｅｌｉｔｚｕｒ 和 Ｇａｖｉｏｕｓ，２００３） ［１８］ 和高管团队特征（Ｌｅｓｔｅｒ 等，２００６） ［１９］ 都是新创企业有价值的信

号。 目前，信号理论已经形成了由信号发送者、信号、信号接收者、反馈和信号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完

整理论框架，对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战略决策问题具有指导价值（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等，２０１１） ［２０］。 信号理

论也可以拓展至更宏观的研究层面，对复杂的经济管理问题进行剖析和解读，因为各经济主体之间

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政府资源错配的现象（柳光强，
２０１６） ［２１］，而利用信号的作用则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 信号理论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

为其主要关注战略决策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利用信号作用降低因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

称而导致的决策不确定性（Ｓｐｅｎｃｅ，２００２） ［１４］。 本文研究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

的关系，同样可以采用信号理论的逻辑进行解释，因为在企业做出是否增加创新投入的决策时，会
受到政府及市场相关“信号”的影响。

首先，我国政府为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增加创新投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政府补

助和税收优惠是两种最基本的方式。 政府补助是通过无偿转移支付直接增加企业收入，具体项目

包括财政扶持资金、自主创新奖励资金、科技进步奖金、技术改造贴息补助资金、企业科研开发投入

资助等；税收优惠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给特定的课税对象的税收激励和照顾措施，体现为应纳税额

的减少，如税收减免、税率优惠、加计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柳光强等，２０１５） ［２２］。 这些不同

的补贴形式和优惠手段主要承载着优化供需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意图（柳
光强，２０１６） ［２１］。 本文根据信号理论的逻辑，认为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是
关于政府“意图”的信号，这种类型的信号在一方想要了解另一方的意图或行为时比较重要（Ｓｐ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４］。 在政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如果企业不能准确了解政府意图和政策导向，就会因信息不对

称而出现逆向选择，做出与政策目标相悖的行为或决策，导致政府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因
而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意图”信号对于降低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鼓励企业创新意义重大。

其次，企业决策同样受市场信号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

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影响微观企业决策，其中竞争机制是核心，能够同时反映价格机制和供

求机制的作用（都本伟，２０１７） ［２３］。 市场竞争也被看作是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引擎（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５） ［２］。 创新是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必然受市场竞争的

影响（Ｎｅｅ 等，２０１０） ［１］。 市场竞争是多家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可以从行业或区域层面衡量。
本文为了考察企业个体特征，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企业层面，关注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创

新投入。 市场竞争具有标杆评估机制，能够衡量企业绩效水平，是一种反映企业自身质量的信号。
企业通过在市场上获得价格、利润、销量、市场占有率等关键信息，可以准确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做出相应决策（李维安和韩忠雪，２０１３） ［２４］。 创新投入作为一种战略行为，与企

业当前质量及未来预期密切相关，市场竞争提供了企业质量的信息，是企业制定创新投入决策的依

据。 因此，市场竞争可以看作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市场“信号”。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信号理论的逻辑，认为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属于“政府信号”，而市场竞争

属于“市场信号”，这两类信号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决策依据。 目前，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时

代背景下，探究政府和市场信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和市场信号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

理论及现实意义。
２． 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

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市场信号，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当市场竞争的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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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时，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往往会自发性的增加创新投入（许国艺，
２０１４） ［２５］。 因为市场竞争能够有效评估企业自身的质量，企业面对的竞争压力越大，意味着所拥有

的竞争优势越小。 此时，企业更有可能主动地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差异化的产品优

势，进而提升竞争势力（周瑜胜和宋光辉，２０１６［２６］；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２［２７］）。 市场竞争具有破坏性特

征，会导致低技术企业市场份额向高技术企业转移（简泽等，２０１７） ［２８］，竞争破坏性所产生的“优胜

劣汰”效应往往迫使企业被动地增加创新投入（许罡和朱卫东，２０１７） ［２９］。 此外，市场竞争能够缓

解企业的资源冗余和创新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解维敏和魏化倩，２０１６） ［３０］。 面对市

场竞争的信号，企业虽然存在市场份额下降、竞争侵蚀利润的风险，但如果通过研发活动改进产品

质量、实现技术创新升级、大幅度的降低生产成本，同样可以实现利润的增加（简泽等，２０１７） ［２８］。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等（２０１１） ［２０］认为，有效信号的显著特征是可观测性，当一个信号越容易被接收者注意到，
越有可能引起接收者的反应。 因此，随着市场竞争信号的不断加强，更有可能引起企业决策者的注

意，促使决策者增加创新投入。
但是，当市场竞争的信号强度超过某一临界值而威胁企业生存时，决策者就会把注意力放在生

存问题上，采取保守的经营策略，尤其当企业濒临破产时，会降低冒险的意愿和动力（贺小刚等，
２０１７） ［３１］。 激烈的市场竞争意味着企业可能会面临失去原有客户、丢失市场份额等风险，甚至使企

业遭遇破产清算的威胁（解维敏和魏化倩，２０１６） ［３０］。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会在意短期的生存，关
注市场份额变动、业绩下降等短期问题，避免增加创新投入的冒险行为（Ｇａｂａ 和 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３） ［３２］。
较高程度的市场竞争会阻碍产品价值实现，增加经营管理成本，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企业绩效

会影响创新投入的延续性（夏清华和王瑜，２０１５） ［３３］，如果企业的财务绩效处于“贫困状态”，则不

利于增加研发投入（朱丽娜等，２０１７） ［３４］。 市场竞争压力较大使企业面临被其他竞争者掠夺和威胁

的风险时，往往会采取持有现金储备作为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风险的策略 （ 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ｅｒ 等，
２００７） ［３５］，而不会把现金流投资于短期无法获得回报的创新项目。 虽然增加创新投入是企业的一

种竞争战略，但当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创新活动因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等特点，不
仅“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持续的创新投入会耗竭企业关键资源，使企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等，２０１４） ［３６］。
综上所述，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市场竞争的信号越来越强，意味着

企业自身的质量和相对竞争优势越来越弱，此时，企业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的创新战略应对外部竞

争；可一旦市场竞争的信号强度超过某一临界值，企业会更多关注短期生存问题，降低创新投入。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形态上呈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与创新投入

正相关；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与创新投入负相关的倒 Ｕ 型。
３． 政府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虽然市场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企业发展仍然对非市场要素（如政府）
存在严重依赖（邓新明等，２０１５） ［３７］，如针对企业创新活动而言，政府资源配置可以纠正市场失灵所

导致的创新扭曲现象。 企业普遍存在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技术创

新具有公共品特性，技术溢出效应使企业研发投入往往低于社会最优水平（Ｇｏｎｚáｌｅｚ 和 Ｐａｚó，
２００８） ［３８］。 二是创新活动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高成本是限制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原因（Ｇｒｏｔｈ 和

Ｋｈａｎ，２０１０） ［３９］。 三是创新成果不确定使企业创新活动伴随着高风险（佟爱琴和陈蔚，２０１６） ［９］。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能够给微观企业“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提升企业的私人收

益（柳光强，２０１６） ［２１］，直接或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李万福和杜静，２０１６） ［４０］，并通过补偿机制分担

企业研发活动的风险，如政府规定的风险扣除政策、损失补偿机制等（戴晨和刘怡，２００８） ［８］，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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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不难看出，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对于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

入而言是有效的“信号”。
根据信号理论，信号的作用是为了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不确定性 （ Ｓｐ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４］，而信号的价值则是接收者所面临的决策不确定性的函数，当决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
信号的价值较小；相反，当决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信号则显得至关重要（Ｏｚｍｅｌ 等，２０１３） ［４１］。 由

此得知，某一特定信号的价值与是否存在其他信号密切相关，当存在其他类型信号时，信号接收者

拥有的可供决策的信息较为充分，所面临的决策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则该特定信号的价值较

小；相反，当缺乏其他类型信号时，接收者可供决策的信息不足，逆向选择风险更加严重，则该特定

信号的价值更大（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 ［４２］。 基于信号理论的这一基本逻辑，本文认为，当存在政府

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政府信号时，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信号作用则是有限的。 这是因为，政府

资源配置的信号降低了企业决策时的信息不完整性，尤其当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力度较大时，意
味着政府信号的“质量”较高，更有可能激励企业决策者将资源配置到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上，而非

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上。 此时，政府资源配置手段对企业创新投入起主导作用，而市场竞争

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是有限的。 相反，当缺乏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信号，或政府补助和税

收优惠的程度较低时，市场竞争的信号则会占据主导地位，更有可能对企业创新投入决策发挥较大

价值。 因此，在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时，政府信号和市场信号是相互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
另外，Ｄｒｏｖ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４３］认为，信号接收者所获得的多个信号共同构成了信号集，信号集中的

信号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信号。 决策者在做出具体的行为选择之前，需
要对多个信号进行解读，而解读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Ｄｒｏｖｅｒ 等，２０１８） ［４４］。 人是有限理

性的，在决策和判断的认知过程中很少能够关注到所有可用信息（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等，２０１７） ［４５］，相反，人
们往往只是依据有效信息的一个子集，基于选择性注意对事物做出评估和具体的行为决策

（Ｏｃａｓｉｏ，２０１１） ［４６］。 基于该逻辑，本文认为，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政府信号和市场竞争的市场信

号是构成信号集的元素，企业决策者对该信号集的解读和认知是做出创新投入决策的关键。 我国

虽然是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起调控和管理的作用，会引导市

场预期（都本伟，２０１７） ［２３］。 我国的市场体制及产权制度还不够完善，“市场失灵”现象更为明显

（朱斌和李路路，２０１４） ［１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决策者更有可能以政府政策做为行为选择的决定性

因素。 因此，在政府信号和市场信号共存的信号集中，政府信号会优先于市场信号被企业决策者注意

并解读。 这说明，政府信号一定程度上会替代市场信号的价值与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政府补助会削弱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当市场竞争—创新投入为正相关，政府

补助减弱了这种有利的正相关关系；当市场竞争—创新投入为负相关，政府补助抑制了这种不利的

负相关关系。
Ｈ２ｂ：税收优惠会削弱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当市场竞争—创新投入为正相关，税收

优惠减弱了这种有利的正相关关系；当市场竞争—创新投入为负相关，税收优惠抑制了这种不利的

负相关关系。

图 １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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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研究

１． 数据与样本

本文选择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全部 Ａ 股上市的、获得各级政府资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

本。 之所以选择高新技术企业，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创新型企业，外部市场竞争

及政府资源配置能否促进其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水平，关系到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水平的进步。 另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参与创新活动的程度以及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

的程度均高于一般性企业，具有一定的样本代表性。 根据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全部 Ａ
股（非 ＳＴ、非金融保险业）存续的、符合资质认定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共计 ２２６３ 家，本文按照如下原则对

样本做了筛选：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公司 ８１６ 家；剔除息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为负的公

司 ７ 家；通过截尾处理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离群值的公司 ３５ 家；剔除非连续性存续的公司或存在非连续性

观测值的公司共 １０１３ 家。 最终得到 ３９２ 家有效样本，观测值 ２３５２ 个，构建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平衡面板。
２． 变量测量

（１）被解释变量：创新投入（ＲＤＩ）。 根据文献分析发现，一般将企业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或研

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且大多数研究更倾向于采用后者。 本文

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参考解维敏和魏化倩（２０１６） ［３０］的做法，用企业年度研发投入的总额与营业

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
（２）解释变量：市场竞争（ＣＯＭ）。 本文研究的问题聚焦于企业层面，为了衡量企业所面临的市

场竞争程度，反映企业的个体特征，借鉴聂辉华等（２００８） ［４］、徐晓萍等（２０１７） ［７］ 的做法，用企业销

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 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

争越激烈。 这一做法的基本假定是，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激烈，越愿意花更多的钱做广告，销
售费用自然也越大。

（３）调节变量：政府补助（ＳＵＢ）和税收优惠（ＴＡＸ）。 政府补助的测量可以用“绝对”与“相对”
两种方式，其中绝对补助一般用政府补助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相对补助一般用政府补助总额占企

业总资产的比例衡量。 考虑到相同数额的政府补助对于规模不同的企业而言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

果，本文参考佟爱琴和陈蔚（２０１６） ［９］ 的做法，采用政府补助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代理变

量，以消除企业规模影响。 税收优惠主要参考胡华夏等（２０１７） ［４７］ 的做法，选择企业实际所得税率

作为衡量税收优惠的替代性变量。 为了便于理解，用所得税费用和息税前利润的比值的相反数进

行计算，其值越大，税收优惠程度越高。
（４）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与创新投入密切相关的变量进行控制。 ①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以总资产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②企业年龄（ＡＧＥ），以企业成立年份（非上市之年）到数据观测当年的跨度来

衡量。 成力为和戴小勇（２０１２） ［４８］基于我国 ３０ 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年龄等

内部要素对研发投入会产生显著影响；③企业业绩（ＰＥＲ），以企业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作

为企业业绩的代理变量，企业业绩反映了一家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业绩越好，越有可能进

行创新投入；④资本密集度（ＣＡＰ），以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来测量，固定资产占比越高，企
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越少。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效应以及年份效应。

３． 回归方程

本文分别构建了线性方程和非线性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中线性方程为：
ＲＤＩ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β２ＳＵＢ ｉｔ ＋ β３ＴＡＸ ｉｔ ＋ β４ＣＯＭｉｔ × ＳＵＢ ｉｔ

＋ β５ＣＯＭｉｔ × ＴＡＸ ｉｔ ＋ βｋＣＯＮＴＲ ｉｔ ＋ γｉ ＋ λ ｔ ＋ εｉｔ

ｉ ＝ １，２，…，３９２；ｔ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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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方程为：
ＲＤＩ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β２ＳＵＢ ｉｔ ＋ β３ＴＡＸ ｉｔ ＋ β４ＣＯＭ２

ｉｔ ＋ β５ＣＯＭｉｔ × ＳＵＢ ｉｔ ＋ β６ＣＯＭｉｔ × ＴＡＸ ｉｔ

＋ β７ＣＯＭ２
ｉｔ × ＳＵＢ ｉｔ ＋ β８ＣＯＭ２

ｉｔ × ＴＡＸ ｉｔ ＋ βｋＣＯＮＴＲ ｉｔ ＋ γｉ ＋ λ ｔ ＋ εｉｔ

ｉ ＝ １，２，…，３９２；ｔ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２）
　 　 上述方程中，ＲＤＩ 指创新投入，ＣＯＭ 指市场竞争，ＳＵＢ 指政府补助，ＴＡＸ 指税收优惠，ＣＯＮＴＲ 指

控制变量，γｉ 代表行业效应，λ ｔ 代表年份效应，εｉ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变量的名称、符号和测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类型 名称 符号 测量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ＲＤＩ 研发投入总额 ／ 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市场竞争 ＣＯＭ 销售费用 ／ 营业收入

调节变量
政府补助 ＳＵＢ 政府补助总额 ／ 企业总资产

税收优惠 ＴＡＸ － （所得税费用 ／ 息税前利润）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ＡＧＥ （观测年份 － 成立年份 ＋ １）

企业业绩 ＰＥＲ 净利润 ／ 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固定资产 ／ 总资产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 相关分析

表 ２ 的相关分析显示，创新投入与市场竞争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１４８５，ｐ ＜ ０􀆰 ００１），说明市场竞争

与创新投入之间可能是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低市场竞争为主的倒 Ｕ 型关系，具体结果还

需要进一步探讨。 企业创新投入与政府补助（ ｒ ＝ ０􀆰 ２６１３）、税收优惠（ ｒ ＝ ０􀆰 １６２６）均在 ０􀆰 １％ 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符合本文的原始设想。 市场竞争与政府补助（ ｒ ＝ ０􀆰 １１１，ｐ ＜ ０􀆰 ００１）、市场竞争与

税收优惠（ ｒ ＝ － ０􀆰 ０６０２，ｐ ＜ ０􀆰 ０１）、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 ｒ ＝ ０􀆰 ０５３２，ｐ ＜ ０􀆰 ００１）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显著。 本文也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发现 ＶＩＦ 值为 １􀆰 ０２ －
１􀆰 ７５，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ＶＩ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创新投入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 ２５ —

市场竞争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 ４４ １􀆰 ０９ ０􀆰 １４８５∗∗∗

政府补助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５ １􀆰 ０６ ０􀆰 ２６１３∗∗∗ ０􀆰 １１１∗∗∗

税收优惠 － ０􀆰 １５ ０􀆰 ０６ － ０􀆰 ４８ － ０􀆰 ０１ １􀆰 ０７ ０􀆰 １６２６∗∗∗ －０􀆰 ０６０２∗∗ ０􀆰 ０５３２∗∗∗

企业规模 ２２􀆰 ０９ １􀆰 ２３ １９􀆰 ８１ ２８􀆰 ０７ １􀆰 ７５ － ０􀆰 ３０２∗∗∗ －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４∗∗∗ ０􀆰 ０６６５∗∗∗

企业业绩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 ３４ １􀆰 ２６ ０􀆰 ０７１８∗∗∗ ０􀆰 ２０６６∗∗∗ ０􀆰 １７２∗∗∗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８１１∗∗∗

资本密集度 ０􀆰 ２１ ０􀆰 １３ ０ ０􀆰 ７１ １􀆰 ０２ －０􀆰 １９１５∗∗∗ －０􀆰 ０４７２∗∗ －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９９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５８∗∗

企业年龄 １６􀆰 ５７ ５􀆰 ７４ ３ ５１ １􀆰 ０６ －０􀆰 １０４６∗∗∗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２５９ ０􀆰 １７５５∗∗∗ －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７０６∗∗

　 　 注：∗、∗∗、∗∗∗分别表示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在 ５％ 、１％和 ０􀆰 １％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０ 软件计算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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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１）估计方法。 本文在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发现固定效应模型较随

机效应模型更为有效。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特征是大 Ｎ 小 Ｔ 的平衡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因
此，在选择 ＯＬＳ 回归还是 ＧＬＳ 回归的估计方法之前，通过 ＢＰ（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检验考察了计量模型

的异方差问题。 针对全部 ９ 个模型的 ＢＰ 检验结果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同方差的原假设，
此时，采用 ＧＬＳ 进行参数估计更有效。 本文也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检验，由于样本存在异方差，传
统的豪斯曼方法不适用于内生性检验，因而根据陈强（２０１４） ［４９］ 的观点，采用了 ２ＳＬＳ 和“Ｄｕｒｂｉｎ⁃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ＤＷＨ）检验，并选取市场竞争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进行 ＤＷＨ 检验（连玉君等，
２００８） ［５０］。 结果发现，各个模型的 Ｐ 值都大于 ０􀆰 １，接受“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说明内生性问题并不存在。 基于以上检验，本文最终选择 ＦＧＬＳ 进行回归分析，不仅可以解决异方

差问题，也可以得到较为稳健和有效的统计结果（陈立敏等，２０１６） ［５１］。
（２）估计模型。 模型 １ 为本文的基础模型，仅加入企业规模、企业业绩、企业年龄和资本密集

度的控制变量。 模型 ２ ～模型 ５ 是加入了解释变量市场竞争的线性模型，其中模型 ２ 是在控制变

量的基础上仅加入市场竞争，用以检验主效应；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进一步增加了政府补助及其与市场

竞争的乘积项、税收优惠及其与市场竞争的乘积项，用以检验调节效应；模型 ５ 构建了全变量的线

性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模型 ６ ～模型 ９ 是加入了解释变量市场竞争及其平方的倒 Ｕ 型模型，其
中模型 ６ 加入了市场竞争及其平方项，用以检验非线性关系是否成立；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进一步增加

了政府补助及其与市场竞争（平方）的乘积项、税收优惠及其与市场竞争（平方）的乘积项，用以检

验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模型 ９ 构建了全变量的二次曲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模型

中的交互项均是对相关变量中心化处理之后生成的。
（３）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是针对本文假设，采用 ＦＧＬＳ 回归方法对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线性

及非线性关系，以及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 各个模型的统计量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均显

著，证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统计效力。
１）基础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业绩对创新投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０􀆰 ０２９８，

ｐ ＜ ０􀆰 ００１），这说明随着业绩提升，企业会增加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 而企业规模（β ＝ － ０􀆰 ００５５，
ｐ ＜ ０􀆰 ００１）、企业年龄（β ＝ － ０􀆰 ０００２，ｐ ＜ ０􀆰 ００１）和资本密集度（β ＝ － ０􀆰 ０１５６，ｐ ＜ ０􀆰 ００１）会对创新

投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资产规模越大、固定资产占比越高、成立年限已久的企业在创新投

入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反而阻碍了创新投入。
２）线性模型和倒 Ｕ 型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线性关系表现为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二次曲线则表现为市场竞争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显著为负的开口向下的倒 Ｕ 型关

系。 这一发现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在形态上

呈现为市场竞争较低时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市场竞争较高时与创新投入负相关的倒 Ｕ 型。 该结论

由模型 ６ ～模型 ９ 中市场竞争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得以验证，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１。 二是

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竞争—创新投入的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该结论由模型 ２ ～ 模型 ９
的线性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得以支持。 这说明，虽然市场竞争超过某一临界值会阻碍企业创新投入

的假设得到了支持，但样本区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对创新投入整体上发挥着积

极作用。
３）模型 ３ 和模型 ７ 检验了政府补助对市场竞争和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不管

是在线性模型还是在倒 Ｕ 型模型中，政府补助都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积极的作用（模型 ３ 中 β ＝
０􀆰 ８３５０，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７ 中 β ＝ ０􀆰 ８２６７，ｐ ＜ ０􀆰 ００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但是，交互项

“市场竞争 ×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模型 ３ 中 β ＝ － ４􀆰 １０８８，ｐ ＞ ０􀆰 ０５；模型 ７ 中 β ＝ ６􀆰 ７６６４，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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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０５），交互项“市场竞争平方 × 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模型 ７ 中 β ＝ － ３２􀆰 ９８７，ｐ ＞
０􀆰 ０５），这说明，政府补助对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政府补助不会

对市场竞争形成替代效应。 该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 Ｈ２ａ没有成立。
４）模型 ４ 和模型 ８ 检验了税收优惠对市场竞争和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不论是在线

性模型还是在倒 Ｕ 型模型中，税收优惠都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积极的作用（模型 ４ 中 β ＝ ０􀆰 ０６００，
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８ 中 β ＝ ０􀆰 ０６０３，ｐ ＜ ０􀆰 ００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同时，交互项“市场竞

争 × 税收优惠”的回归系数显著（模型 ４ 中 β ＝ － ０􀆰 ９２４８，ｐ ＜ ０􀆰 ０５；模型 ８ 中 β ＝ － ２􀆰 ０８９８，ｐ ＜
０􀆰 ０１），说明税收优惠对“市场竞争—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税收优惠对

市场竞争形成了替代效应；交互项“市场竞争平方 × 税收优惠”的回归系数显著（模型 ８ 中 β ＝
３􀆰 ４５３４，ｐ ＜ ０􀆰 １），说明在市场竞争和创新投入的倒 Ｕ 型关系中，随着税收优惠程度越来越大，倒 Ｕ
型曲线会越来越平缓。

５）模型 ５ 和模型 ９ 的全变量模型显示，上述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其中在主效应中，市
场竞争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 β ＝ － ０􀆰 ２４００，ｐ ＜ ０􀆰 ００１，说明与创新投入的倒 Ｕ 型关系成立，但总体

上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模型 ５ 中 β ＝ ０􀆰 ０４５４，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９ 中 β ＝ ０􀆰 １１５４，ｐ ＜ ０􀆰 ００１）。 在政府补

助的调节效应中，虽然政府补助对创新投入有直接作用（模型 ５ 中 β ＝ ０􀆰 ７６７４，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９ 中

β ＝ ０􀆰 ７６４２，ｐ ＜ ０􀆰 ００１），但交互项并不显著（模型 ５ 中 β ＝ － ６􀆰 １０１７，ｐ ＞ ０􀆰 ０５；模型 ９ 中一次交互项

的路径系数 β ＝ ４􀆰 ６８１７，ｐ ＞ ０􀆰 ０５，二次交互项的路径系数 β ＝ － ３１􀆰 ５０４，ｐ ＞ ０􀆰 ０５），说明政府补助的

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在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中，不仅税收优惠对创新投入有直接作用（模型 ５ 中 β ＝
０􀆰 ０５８８，ｐ ＜０􀆰 ００１；模型 ９ 中 β ＝０􀆰 ０６０４，ｐ ＜０􀆰 ００１），而且交互项显著（模型 ５ 中 β ＝ －０􀆰 ７２８３，ｐ ＜０􀆰 ０５；
模型 ９ 中一次交互项的路径系数 β ＝ － ２􀆰 １８９２，ｐ ＜ ０􀆰 ００１，二次交互项的路径系数 β ＝ ４􀆰 ８２５３，ｐ ＜
０􀆰 ０５），说明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比较明显。 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２ｂ。 在控制变量中，除了企业

业绩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变得不明显以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资本密集度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均得

到了稳健的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回归结果及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分析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基础模型 线性模型 倒 Ｕ 型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控
制
变
量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５５∗∗∗

（ －３２􀆰 ２２）
－０􀆰 ００５０∗∗∗

（ －２９􀆰 ２４）
－０􀆰 ００４８∗∗∗

（ －２６􀆰 ９９）
－０􀆰 ００５１∗∗∗

（ －２８􀆰 ５７）
－０􀆰 ００５１∗∗∗

（ －２７􀆰 ３２）
－０􀆰 ００４６∗∗∗

（ －２６􀆰 ８５）
－０􀆰 ００４５∗∗∗

（ －２４􀆰 ７５）
－０􀆰 ００４８∗∗∗

（ －２７􀆰 １２）
－０􀆰 ００４８∗∗∗

（ －２５􀆰 ５５）

企业业绩
０􀆰 ０２９８∗∗∗

（ － ５􀆰 ３９）
０􀆰 ０１０８∗

（ － ２􀆰 １１）
０􀆰 ００２６

（ － ０􀆰 ４３）
０􀆰 ０１５３∗∗

（ － ２􀆰 ９５）
－ ０􀆰 ００２２
（ － ０􀆰 ４０）

０􀆰 ００６８
（ － １􀆰 ２９）

０􀆰 ００１１
（ － ０􀆰 １９）

０􀆰 ０１３５∗

（ － ２􀆰 ５６）
－ ０􀆰 ００５７
（ － １􀆰 ００）

资本

密集度

－０􀆰 ０１５６∗∗∗

（ －１０􀆰 ３２）
－０􀆰 ０１２６∗∗∗

（ －８􀆰 ５１）
－０􀆰 ０１１５∗∗∗

（ － ６􀆰 ６４）
－０􀆰 ０１４１∗∗∗

（ － ９􀆰 ０３）
－０􀆰 ０１５５∗∗∗

（ － ９􀆰 １６）
－０􀆰 ０１１１∗∗∗

（ － ６􀆰 ９９）
－０􀆰 ００９８∗∗∗

（ － ５􀆰 ３６）
－０􀆰 ０１３３∗∗∗

（ － ８􀆰 ３４）
－０􀆰 ０１４６∗∗∗

（ － ８􀆰 ３３）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０２∗∗∗

（ － ６􀆰 １９）
－０􀆰 ０００３∗∗∗

（ － ８􀆰 １５）
－０􀆰 ０００２∗∗∗

（ － ５􀆰 ４９）
－０􀆰 ０００２∗∗∗

（ － ６􀆰 １５）
－０􀆰 ０００２∗∗∗

（ － ４􀆰 ８２）
－０􀆰 ０００３∗∗∗

（ － ７􀆰 ７４）
－０􀆰 ０００２∗∗∗

（ － ６􀆰 ２８）
－０􀆰 ０００２∗∗∗

（ － ５􀆰 ８８）
－０􀆰 ０００２∗∗∗

（ － ５􀆰 ４１）

解
释
变
量

市场竞争
０􀆰 ０５５０∗∗∗

（ －１５􀆰 ６３）
０􀆰 ０４１５∗∗∗

（ －１０􀆰 ６５）
０􀆰 ０５５７∗∗∗

（ －１５􀆰 ８８）
０􀆰 ０４５４∗∗∗

（ － １１）
０􀆰 １２５８∗∗∗

（ －１２􀆰 ９８）
０􀆰 １０４８∗∗∗

（ －１０􀆰 ６８）
０􀆰 １２９６∗∗∗

（ －１３􀆰 １５）
０􀆰 １１５４∗∗∗

（ － １１􀆰 ２１）
市场竞

争平方项

－０􀆰 ２６０６∗∗∗

（ － ７􀆰 ７３）
－０􀆰 ２１６８∗∗∗

（ － ６􀆰 ６５）
－０􀆰 ２６３８∗∗∗

（ － ８􀆰 ０２）
－０􀆰 ２４００∗∗∗

（ － ６􀆰 ９６）

调
节
变
量

政府补助
０􀆰 ８３５０∗∗∗

（ －１８􀆰 ９６）
０􀆰 ７６７４∗∗∗

（ －１７􀆰 ４１）
０􀆰 ８２６７∗∗∗

（ －１８􀆰 ６９）
０􀆰 ７６４２∗∗∗

（ － １７􀆰 ３４）

税收优惠
０􀆰 ０６００∗∗∗

（ －１３􀆰 ７７）
０􀆰 ０５８８∗∗∗

（ －１３􀆰 ４４）
０􀆰 ０６０３∗∗∗

（ －１３􀆰 ７２）
０􀆰 ０６０４∗∗∗

（ － １３􀆰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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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基础模型 线性模型 倒 Ｕ 型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交
互
项

市场竞争×
政府补助

－ ４􀆰 １０８８
（ － ０􀆰 ９７）

－ ６􀆰 １０１７
（ － １􀆰 ２９）

６􀆰 ７６６４
（ － ０􀆰 ８７）

４􀆰 ６８１７
（ － ０􀆰 ５５）

市场竞争×
税收优惠

－０􀆰 ９２４８∗

（ － ２􀆰 ５５）
－０􀆰 ７２８３∗

（ － １􀆰 ９９）
－２􀆰 ０８９８∗∗

（ － ３􀆰 ２０）
－２􀆰 １８９２∗∗∗

（ － ３􀆰 ４３）
市场竞争

平方 × 政

府补助

－ ３２􀆰 ９８７
（ － １􀆰 ５９）

－ ３１􀆰 ５０４
（ － １􀆰 ５４）

市场竞争

平方 × 税

收优惠

３􀆰 ４５３４†

（ － １􀆰 ６１）
４􀆰 ８２５３∗

（ － ２􀆰 ２４）

截

距
常数项

０􀆰 １４１２∗∗∗

（ －３１􀆰 ７６）
０􀆰 １２９３∗∗∗

（ －２９􀆰 ３６）
０􀆰 １２２５∗∗∗

（ －２６􀆰 ６２）
０􀆰 １４２１∗∗∗

（ －２６􀆰 ２２）
０􀆰 １４０７∗∗∗

（ －２５􀆰 ８５）
０􀆰 １１９５∗∗∗

（ －２６􀆰 ９２）
０􀆰 １１４９∗∗∗

（ －２４􀆰 ５１）
０􀆰 １３４５∗∗∗

（ －２４􀆰 ８６）
０􀆰 １３２３∗∗∗

（ － ２４􀆰 ３５）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４６１９􀆰 ８４∗∗∗８２８６􀆰 ９６∗∗∗ ５６２７􀆰 ７∗∗∗ ４４６０􀆰 ００∗∗∗４２６４􀆰 ０９∗∗∗５４６９􀆰 ０６∗∗∗５６１７􀆰 ７１∗∗∗４５５９􀆰 ５２∗∗∗ ４２７１􀆰 ４７∗∗∗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５２

样本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 和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 Ｚ 统计量；交互项中

的各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０ 软件计算并整理

本文进一步将调节效应用图示进行直观表示。 图 ２ 是针对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线性关系的调节

效应图，其中图 ２（ａ）显示，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线性关系的斜率并不

因为政府补助的高低程度而发生显著改变；图 ２（ｂ）显示，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与低税收优

惠相比，高税收优惠减弱了市场竞争对创新投入的正相关关系。 图 ３ 是针对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倒

Ｕ 型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其中图 ３（ａ）表明，政府补助对倒 Ｕ 型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市场竞争与创

新投入倒 Ｕ 型曲线的陡峭程度并不因为政府补助的高低程度而发生显著改变；图 ３（ｂ）表明，税收优

惠对倒 Ｕ 型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与低税收优惠相比，高税收优惠下倒 Ｕ 型曲线更加平缓。

图 ２　 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线性关系中政府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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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倒 Ｕ 型关系中政府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从以上分析发现，税收优惠对市场竞争—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而政府补助的调节

作用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稳定性程度来看，政府补助受

国家职能部门的主导程度较高，其作用对象、政策目标和执行过程等内容是根据不同的政策需要而

设定的，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 例如，财政部门会根据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等变化，对政府补贴的

力度、对象等进行适时的修正和调整，导致很多短期财政补贴措施无法扮演激励企业创新的长效机

制。 而税收优惠政策以税收法律法规为背书，相对比较规范，能够给企业带来较为稳定的预期收

益。 因此，与税收优惠相比，政府补助的“信号”质量并不强，不是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决定性因

素，因而不能对市场竞争的“信号”机制形成替代效应。 二是从资金使用的自主性程度来看，虽然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均能够给企业“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提升企业的私人收益和利润，但政府

补助资金的用途往往受财政部门的指定或引导，企业在使用的过程中自主性较弱；而税收优惠作为

一种事后激励的政策措施，所带来的节税收入在使用的过程中企业拥有较强的自主性（柳光强，
２０１６） ［２１］。 进一步结合本文研究假设提出的逻辑，即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增加或减少创新投入的背

后机制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市场份额、利润等出现下滑，甚至面临财务困境及生存问题等，而能够

自主使用的税收优惠显然更有可能被用来改善企业竞争优势不足、利润下降、财务困境等，进而对

市场竞争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相反，企业使用政府补助的自主性不足，这部分资金

较难被用来改善企业所遭遇的上述状况。 换言之，政府补助较难对市场竞争和创新投入关系背后

的机制产生影响，也就无法起调节作用。
（４）稳健性检验。 在回归结果分析中，模型 ５ 和模型 ９ 的全变量模型已经显示统计结果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信度，本文

更换了变量的测量方式，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 具体而言，在考虑企业营收规模差异的情况下，用
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政府补助的程度；用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乘

以企业的利润总额衡量税收优惠的程度，税收优惠同样采用相对指标（税收优惠总额 ／总资产），以
剔除企业规模效应。 同时，为避免数据之间量纲差异的影响，对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核心变量做

了标准化处理。 采用前文所描述的估计模型和回归步骤，得出的研究结果并无实质性差异，说明研

究结论比较稳健。

五、 结论与贡献

１． 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信号理论的逻辑，研究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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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倒 Ｕ 型结构。 这意味着，适度

的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过度的市场竞争则会阻碍企业的创新投入。 在样本区

间内，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整体上处于倒 Ｕ 型曲线的前半段，对企业创新投入存

在“激励效应”，只不过边际效率是递减的。
（２）税收优惠负向调节了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的关系。 具体而言，在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正

相关的线性关系或倒 Ｕ 型曲线的前半段，税收优惠减弱了这种有利的正相关关系；在市场竞争与

创新投入负相关的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税收优惠抑制了这种不利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税收

优惠具有“两面性”，既与适度的市场竞争形成了替代效应，又能够矫正因过度市场竞争而导致的

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其有效性与市场竞争程度密切相关。 在当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景

下，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和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严峻的市场竞争会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投

入不足。 此时，税收优惠是比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
（３）政府补助对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意味着政府补助既不会对市场

竞争形成替代效应，也不会形成互补效应。 因此，想要通过政府补助纠正过度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

投入激励不足的缺陷显然是无效的。 这同时也说明，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主要以市场竞争机制

作为决策依据，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功能和价值发挥较少受到政府补助的干预。 此外，本文测量

政府补助时考虑了企业规模效应，以政府补助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且验证了政

府补助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在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针对规模较小的企

业实施补助能带来更强的激励效果。
２． 理论贡献

（１）检验了政府资源配置与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为评估政府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

理论认识。 以往关于政府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从公共财政理论视角下展开，该理论视角的一个基

本假设是：企业研发活动具有外部性、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征，市场在激励企业创新时存在失灵的

可能（朱斌和李路路，２０１４） ［１２］。 政府资源配置正是为了抑制市场失灵的消极影响，弥补市场机制

对企业创新激励不足的缺陷，即市场失灵是政府资源配置干预市场机制的逻辑起点（余东华和吕

逸楠，２０１５） ［５２］。 因此，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检验政府资源配置的直接激励效果，探讨其能否起到纠

正市场失灵和激励企业创新的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降

低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外部性（Ｇｏｎｚáｌｅｚ 和 Ｐａｚó，２００８） ［３８］、分担了企业创新的成本（李万福和杜静，
２０１６） ［４０］、规避了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等 （佟爱琴和陈蔚，２０１６［９］；戴晨和刘怡，
２００８［８］），对企业创新是存在激励效应的。 不难看出，在公共财政理论视角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政府资源配置所发挥的直接作用与价值，通过直接激励效应来评估政府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本文

通过信号理论，构建了政府资源配置对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能够同时考

察政府资源配置的直接作用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资源

配置手段对企业创新投入均具有直接激励效应；与政府补助相比，税收优惠同时对市场竞争形成了

替代效应，会削弱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研究结论强调将市场机制纳入政府资源配置

的评价模型，为政府如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新的认识。
（２）转变了对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研究视角。 回顾文献发现，现有关于政府补助和税收优

惠的研究主要从“供给侧”视角展开，关注这两种政策工具本身的属性和激励效应。 例如，财政补

贴属于事前激励，政策效果更加直接与迅速；税收优惠属于事后激励，政策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

显现（江静，２０１１） ［５３］；两者对不同产业、不同资助对象的激励效应明显不同等（柳光强，２０１６［２１］；柳
光强等，２０１５［２２］）。 不难看出，“供给侧”的分析逻辑是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本身作为出发点的。
本文则运用信号理论，以“需求侧”（企业）为切入点，关注企业创新决策如何受这两种政策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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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企业作为信号的接收者、创新决策的制定者、政府财政资源的需求者，其行为及决策能够间

接反映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因为政府资源配置的成效取决于政策的设计意图在企业

层面的实现程度（柳光强，２０１６） ［２１］。 “需求侧”的研究视角考虑了企业如何针对政府资源配置的

手段作出反应，涉及到政企之间的社会互动问题，这也符合信号理论的解释范围。 因此，以“需求

侧”为主构建理论模型，是对以往“供给侧”分析逻辑的有效补充。
（３）深化了信号理论的内容维度，拓展了信号理论的研究层次。 Ｓｐｅｎｃｅ（２００２） ［１４］认为，发送者

与接收者之间所传递的信号不仅包括“质量”的信号，也包括“意图”的信号，前者在一方不了解另

一方质量时至关重要，后者在一方不了解另一方意图时极为关键。 而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关于

“质量”的信号（Ｂｅｒｇｈ 等，２０１４） ［５４］，即利用信号作用评估行为主体（发送者）的潜在质量（Ｄｒｏｖ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４３］，忽略了“意图”类信号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承载着激励和

引导企业创新的意图，属于“意图”类信号，该信号一方面会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另一方面会影

响市场机制的功能与价值发挥。 这深化了对信号理论内容维度的研究。 另外，在管理学领域，信号

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企业层面的问题，如并购、公司治理、人员招聘等（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等，２０１１） ［２０］，目前还

鲜有研究将其应用到更宏观的层面。 本文运用信号理论研究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

投入的关系，是对信号理论研究层面的拓展。
３． 政策启示

（１）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过度的市场竞争则会阻碍高新

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 政府应当引导市场竞争格局朝着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方向发展。 具

体而言：一是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机制，提高准入门槛，以“高标准”评判被认定企业的资质水

平，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非高新技术企业挤占高新技术企业生存空间等不良现象。 目前，各级地

方政府存在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区域经济实力的攀比心理，这种“数量竞赛”可能导

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存在“口径太宽”、徇私舞弊等现象，加剧了整个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竞争程

度，反而不利于创新。 二是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审查力度，对那些缺乏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假冒企

业及时予以清除，防止其滥竽充数，无休止的利用政策漏洞，骗取本该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红

利。 各级财政、税务、科技部门应当在审查过程中通过“严要求”实现“去伪存真”，优化高新技术企

业的营商环境和竞争环境。 三是中央政府要不断完善市场体系、统一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构
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促进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地方政府要做到简政放权，避免在经济领域权

力过大，杜绝以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手段加剧不同区域企业的恶性竞争。
（２）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能够对适度的市场竞争机制形

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能够矫正因过度市场竞争而导致的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 针对第一方

面的消极作用，各级税务机关应该着力审查税收优惠的实际落实情况，防止企业在会计账目中出现

归集不规范的情形，如将办公费、材料费等列入研发费用，以获取超额的加计扣除优惠。 此类情形

必然会干预正常的市场机制，也会导致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手段执行不够精准，削弱其政策效力。
针对第二方面的积极作用，当下应该继续坚定不移的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减税减负，切实落实如

“加计扣除”、“两免三减半”等优惠措施，因为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来自欧美国

家的技术围剿等，使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竞争状况，导致创新投入不足，而税收优惠的资

源配置手段恰恰可以改善这一现状。
（３）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手段虽然不会对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

用，但在实施政府补助的政策工具时，要防止其对整个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产生影响。 例如，如果

政府仅仅针对某一技术领域进行补助，则必然导致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向该技术领域进军，加剧了该

技术领域内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同时也抑制了其他技术领域的发展，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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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碚，２０１７） ［５５］。 我国光伏产业在金融危机后的行业萧条，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府对光伏企

业和光伏项目的补贴力度过大、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所致。 因此，政府应该采取适度的、多技术路线的

补贴策略，避免加剧某一行业或某一技术领域的竞争程度；也要强化对补贴项目的审查及监管，避免

寻租、骗补等不正当的企业行为，从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另外，政府要进一步提升财政补贴

的精准性，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策略，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运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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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Ｇａｂａ，Ｖ． ， ａｎｄ Ｊ．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ｆｏｒｍ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４）：１１０２ － １１１９．
［３３］夏清华，王瑜． 不同年龄阶段下中国企业绩效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 Ｊ］ ． 长春：工

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８８ － ９５．
［３４］朱丽娜，贺小刚，贾植涵． “穷困”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环境不确定性与产权保护力度的调节效应［ Ｊ］ ． 北京：经

济管理，２０１７，（１１）：６７ － ８４．
［３５］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ｅｒ，Ｄ． ，Ｓ． Ｋｌａｓａ，ａｎｄ Ｗ． Ｆ．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Ｃａｓｈ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８４，（３）：７９７ － ８２５．
［３６］ＭｃＫｉｎｌｅｙ，Ｗ． ，Ｓ． Ｌａｔｈａｍ，ａｎｄ Ｍ． Ｂｒａｕ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Ｓｐｉｒａｌｓ［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３９，（１）：８８ － １１０．
［３７］邓新明，叶珍，许洋． 企业竞争行动与绩效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市场与非市场的综合视角［ Ｊ］ ．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４）：１０６ － １２０．
［３８］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Ｘ． ，ａｎｄ Ｃ． Ｐａｚó． Ｄ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Ｄ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３７，（３）：３７１ －３８９．
［３９］Ｇｒｏｔｈ，Ｃ． ，ａｎｄ Ｈ． Ｋｈ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２０１０，

４２，（８）：１４６９ － １４９４．
［４０］李万福，杜静． 税收优惠、调整成本与 Ｒ＆Ｄ 投资［Ｊ］ ． 北京：会计研究，２０１６，（１２）：５８ － ６３，９６．
［４１］ Ｏｚｍｅｌ，Ｕ． ， Ｊ． Ｊ． Ｒｅｕｅｒ， ａｎｄ Ｒ． Ｇｕｌａｔｉ．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５６，（３）：８５２ － ８６６．
［４２］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 ，Ｐ． Ｍ． Ｄａｎｚｏｎ，ａｎｄ Ｊ．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Ｂｉｏｔｅｃｈ⁃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５，７８，（４）：１４３ － １４６４．
［４３］Ｄｒｏｖｅｒ，Ｗ． ，Ｌ． Ｂｕｓｅｎｉｔｚ，ａｎｄ Ｓ． Ｍａｔｕｓｉｋ，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ｇｅ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４３，（６）：１８２０ －１８５３．
［４４］Ｄｒｏｖｅｒ，Ｗ． ，Ｍ． Ｓ． Ｗｏｏｄ，ａｎｄ Ａ． Ｃ． Ｃｏｒｂｅｔ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ｅ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５５，（２）：２０９ － ２３１．
［４５］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Ｄ． Ａ． ，Ｊ． Ｓ． Ｍｃｍｕｌｌｅｎ，ａｎｄ Ｗ． Ｏｃａｓｉｏ．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３８，（３）：６２６ － ６４４．
［４６］Ｏｃａｓｉｏ，Ｗ．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５）：１２８６ － １２９６．
［４７］胡华夏，洪荭，肖露璐，刘雯．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产权性质调节与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Ｊ］ ． 北京：科研管理，２０１７，

（６）：１３５ － １４３．
［４８］成力为，戴小勇． 研发投入分布特征与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我国 ３０ 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Ｊ］ ． 北京：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２，（８）：１５２ － １６５．
［４９］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Ｓｔａｔａ 应用（第二版）［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５０］连玉君，苏治，丁志国．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吗？ ［Ｊ］ ． 北京：统计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９２ － ９９．
［５１］陈立敏，刘静雅，张世蕾． 模仿同构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正当性视角的实证研究［Ｊ］ ．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９）：１２７ － １４３．
［５２］余东华，吕逸楠． 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 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

（１０）：５３ － ６８．
［５３］江静．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支持的绩效———基于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Ｊ］． 北京：科研管理，２０１１，（４）：１ －８，５０．
［５４］Ｂｅｒｇｈ，Ｄ． Ｄ． ，Ｂ． Ｌ．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ａｎｄ Ｄ． Ｊ． Ｋｅｔｃｈｅｎ Ｊｒ，ｅｔ 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５１，（８）：１３３４ － １３６０．
［５５］金碚． 供给侧政策功能研究———从产业政策看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７，（７）：６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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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 Ｑｉｎｇ⁃ｈｕａ，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ｈｏ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ｉｍｓ ａｔ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ｗ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７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ｓｈａｐｅ，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ｕ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ｈａｓ
ｎｏ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０，Ｈ３２，Ｅ６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０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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